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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

实证分析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

性存在稳健的负向作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降低产业结构相似度和贸易关联度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产生负

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中介效应，弱化了贸易关联度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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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数字经济体量持续增长，从 2005 年的 2.62 万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35.84 万亿元，年均增长 20.6%,远高于同时期

GDP 年均 12.6%的增速，占 GDP 比重也由 2005 年的 14.2%增长到 2019 年的 36.2%1。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标

志的数字经济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催生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深刻改变了各个领域主体

思维方式、产业组织形态、行业生产模式和经济发展路径
[1]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愈来愈

重要的角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2]。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显现[3]。2019 年我国有 12 个省市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其中 7个为东部省市，4个为中部省份，1个为西部省份，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 2。数字经济不仅是 GDP 的

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其不平衡发展可能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20 年

11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3。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2020 年网络

扶贫工作要点》,提出夯实信息基础，不断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共享数字经济成果。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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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区域经济周期协同对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纵观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影响，其

中数字鸿沟的影响是与本文研究最为接近的系列文献。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接估算法，通过界定数字经济

范围估算数字经济规模[4],二是指数构建法，建立综合指标体系衡量数字经济规模[5],三是卫星测算法，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衡

量数字经济规模[6]。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行业或部门经济、微观经济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数字经

济减弱经济摩擦，平滑经济周期波动[7,8],提高生产率[9,10],促进经济增长[11,12,13]。在行业或部门经济层面，数字经济一方面扩展贸

易边界，增强贸易关联度[14,15],另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催生新型业态，扩展生产边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3,16]。在微观层面，

数字经济降低了搜索成本，一方面增加产品多样性，改变商品定价规则[17],另一方面促使企业组织变革，加剧组织形式分化[18]。

数字鸿沟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微观主体、宏观层面以及社会公平。在微观层面，数字鸿沟会加剧经济信息分布不均匀，减少弱势

群体的经济机会[19];在宏观层面，数字鸿沟扩大收入差距，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20];在社会公平层面，数字鸿沟阻碍了民主推进，

不利于信息弱势群体参与公共活动和公共服务、表达诉求[21]。关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周期协同

性的特征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其中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相似度[22,23]、贸易关联度[24,25]、金融一体化[26]和政策[27,28]

等四个方面。而对于这些因素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作用方向，众多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指出产业结构相似度、贸易关

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取决于相关控制变量的选择
[22,28]

。 

国内外学者应用多种分析方法或数据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和数字鸿沟的影响，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

结论，但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根据熊皮特破坏性创新理论，数字经济的兴起可能改变经济周期波动，但以往大多数文献

关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少关注数字经济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第二，以往文献探究了数字鸿沟对经济社会的多维影

响，但并未从经济周期协同这一视角考察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第三，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因素较多，变量选择的不确定性导

致以往文献结论缺乏稳健性。基于此，本文将关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作用，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对象上，不同于以往数字鸿沟的研究，本文从经济周期协同角度切入，聚焦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

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二是在理论机制上，以往文献未对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周期协同性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本文对两

者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缺憾；三是在实证策略上，现有绝大多数文献设定一个确定的计量模型，

未考虑模型不确定性和变量选择不确定性，估计结果稳健性不足，本文考虑到模型设定的不确定性，利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

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二、理论机制与假说 

时至今日数字经济尚无权威界定，其中 OECD、BEA、中国通信研究院所提出的数字经济定义被引较多
4
。结合三个机构对数

字经济的定义，本文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侧重于数字经济的技术层面，将其理解为以数字信息设备支撑的

数字技术，如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以及量子信息技术等。第二层面侧重于数字技术虚拟空间和应

用场景的扩展，将其理解为围绕数字技术应用所衍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变革，如 Uber、滴滴平台连接骑行者和司机，Amazon、

淘宝、京东等平台连接买者和卖者并衍生出B2B、B2C、C2B、C2C、O2O 等模式，平台直播带货等，以及许多大型企业趋向于开放

化、分散化、扁平化。第三层面主要强调数字经济的扩散和融合作用，如智能制造、数字普惠金融、数字贸易、数据价值链等。

三个层面相辅相成，第一层面是底层支撑，是第二、三层面发展实现的基础；第二层面实质上是交易关系和企业组织在数字空间

(比特空间)中的转变，是第一层面的应用和第三层面价值实现的空间场景；第三层面是前两个层面的深化和发展，是升级第一层

面和拓展第二层面的抓手。综上，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以知识和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支

撑，通过数字技术的扩散与跃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新型经济形态。那么，数字经

济发展不平衡是指由于区域间数字经济不同层面的差异综合而成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本文将从直接路径、间接路径两

个方面论证区域数字经济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直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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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深化显著增强了泛在连接能力，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增强信息可流动性，消除信息不对称，促进供需匹配，使

经济运行更顺畅，减少经济波动，从而改变区域经济周期[7]。数字化过程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生产、消费、交换等环节

中不可或缺，以叠加形式投入生产时，海量数据的边际成本为零，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增，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扩展生产可能性边

界，数据的柔性化投入提升生产分工的契合度，减少生产环节的摩擦力，即时的信息生成、处理、传递与接受利用使专业分工更

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改变资产和生产周期，进而影响经济周期。此外，数字经济促进跨平台、行业、领域数据集成和数据共享，

扩展信息空间，丰富信息交互形式和知识编码方式，推动集成创新溢出[29],产生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互动循环催生新型业态，成

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16],进而改变区域经济周期。因此，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型动力，将影响区域经济有规律的扩

张或收缩幅度、持续时间等，进而影响经济周期；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存在差异时，将会导致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

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 

因此，提出假设 1: 

H1: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产生负向作用。 

(二)间接路径 

1.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中介效应 

数据信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活动中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交互融合的深化带来海量数据，改变资

源禀赋结构，重塑产业结构发展路径[30]。当存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时，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存在更高的生产效

率、更大的数字密度，其数字经济部门的超额收益和集聚优势对数字经济低水平地区的知识信息等要素产生回流作用，进而拉大

资源禀赋结构差距，降低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信息要素的高流动性和数字经济活动的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发

展高水平地区存在扩散效应，知识信息等要素扩散至数字经济发展低水平地区，从而减小资源禀赋结构差异，增强区域产业结构

相似度。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将影响产业结构相似度。此外，数字技术将资金流、人力流编码为信息流，以互联网为载体

突破空间地理限制，改变要素的物理形态以及传输、利用方式，提升要素流动性，外延知识技术溢出边界[31]。若区域数字经济发

展差异一定，较低的数字经济整体水平为要素流动性赋能较弱，对要素流动促进作用较小，区域间回流和扩散的速度较为缓慢，

对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较小；当区域数字经济整体水平较高，根据梅特卡夫法则，数字经济的不断深化带来的收益将呈指数式增

长，实现更多的数字接入和数字应用，使知识信息等要素传输、利用形式更多样化，几何式增强要素流动性，大幅提升区域间回

流和扩散的速度，可能使资源禀赋结构进一步分化，对产业结构相似度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产业结构相似度不仅与数字经济发

展不平衡相关，还与数字经济整体水平相关。 

一般而言，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当面对共同冲击或行业特异性冲击时，其行业的要素配置、组织形式以及生产结构

相似度越高，对冲击作出反应时，行业要素更替、组织变迁乃至结构重组等都将存在较高的重合度，整体冲击效应相似度更高，

经济走势呈现同步性，进而增强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22]。 

据此，本文提出： 

H2a: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数字经济整体水平对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调节效应影响产业结构相似度。 

H2b: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中介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 

2.贸易关联度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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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主要从三个方面增进贸易关联度：一是降低运输成本[32]、二是节约贸易成本[33]、三是扩展贸易市场，增强供需匹配
[34]。当区域数字经济水平差异较大时，数字经济低水平地区运输成本较高、市场信息透明度较低、数字贸易模式较单一、数字交

易流程较复杂，抬高了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与其贸易成本，减弱区域间贸易激励，降低贸易关联度。因此，数字经济不平衡加剧

将降低贸易关联度。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一定，数字经济整体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可能触发“梅特卡夫法则”,数字经济高水

平区域将享受更多“梅特卡夫法则”带来的红利，促使贸易数字化出现爆发式增长，而数字经济低水平地区分享较少红利，贸易

数字化增长较为缓慢，从而扩大贸易数字化水平差距，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高水平区域和低水平区域的贸易成本，降低贸易关联

度。但是，随着数字化不断推进，数字经济扩散效应越发明显[35],这一效应将增强贸易数字技术的溢出强度和范围，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低水平地区学习模仿，提高整体贸易数字化水平，增加智能分拣装配，改善物流运输效率，削减产品运输成本；简化交易

流程，提升贸易效率；增进企业交流频率，降低贸易信息壁垒，突破现实地理空间，扩大市场边界，从而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

形成区域间贸易的正向激励，提升贸易关联度。因此，贸易关联度不仅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关，还与数字经济整体水平相

关。 

 

图 1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的作用机制 

双边贸易主要从供需溢出、产生专业化两个途径作用于经济周期协同，是影响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因素。从供需溢出视角

来看，区域贸易关联度增强，产品服务往来更加密切，更加强化了区域供需关系，加快区域间资金流、信息流等以实体或数字虚

拟体的方式流动，进一步增加产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产生供需溢出效应，促使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24]
。从生产专业化视角来看，

区域间贸易模式将决定贸易关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当贸易模式以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为主时，区域

贸易往来的要素、产品服务属于同一部门，在面对特定行业冲击时，其作出反应相似，避免非对称影响，进而增强了经济周期协

同性[36];当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为主时，区域间交换的产品服务属于不同部门并根据比较优势形成专

业化分工，在发生冲击后作出特征化反应，降低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36]。据此，本文提出： 

H3a: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数字经济整体水平的调节效应影响贸易关联度。 

H3b: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贸易关联度的中介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理论机制图如图 1所示。 

三、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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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 

1.模型不确定性 

模型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模型形式不确定性和变量选择不确定性。首先，由于视域问题(horizon problem)普遍

存在，即由于每个人提出理论的前提假设、潜在先验不同且具有局限性，无法将无限的假说空间一一映射至现实空间，使理论具

有开放性，具体表现为许多经济理论可以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甚至相互抵触，进而带来理论的不确定性，使理论无法指导模型形

式和变量选择，产生模型形式不确定性和变量选择不确定性[37,38]。其次，即使消除了理论不确定性，使理论可以指导变量选择，

但变量实际上概括经济社会活动的某一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的不确定，难以证明变量是否恰当概括了理论中的某一特征，进而增

加变量选择的不确定性
[37,38]

。模型不确定将带来统计推断偏误，Young指出因为在进行点估计之前，需要设定相应的模型函数形

式并选择变量，相当于“在众多可能的方式中选择一条临时路径”,当且仅当已知“真”模型(true model)或所有相关模型估计

结果相同时，单一的点估计结果才是可靠的[39]。显然现实中这两个条件难以满足，表明存在模型不确定时，点估计有偏误。 

现有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文献提供了许多例证支持模型不确定性的存在。关于贸易关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弗

兰克尔和罗斯进行了开创性工作，他们研究得出双边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产生正向影响
[24]
,许多学者证实了这一结果

[36]
,

有一些研究得出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并不稳健[28],而另一些研究表明贸易的重要性取决于所用模型的规范性[40]。关于产

业结构相似性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一些文献证明产业结构相似性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呈正向作用[41],而其他文献表明这一结

论是否成立取决于模型中包含的其他变量[42]。综上所述，众多学者设定不同模型、选择不同变量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对经济周期

协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比较普遍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 

2.贝叶斯模型平均 

因为模型不确定性问题的普遍存在，如何明确地展示研究者的多种备选模型以及在多种备选模型下得出稳健的估计结果便

成为经济学量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面对这一情况，较好的策略是估计所有的候选模型，然后计算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的

加权平均数(即模型平均法),最后基于整个候选模型空间进行推断。贝叶斯模型平均法正是基于这一策略进行估计，用以解决模

型不确定性问题，目前在经济学实证分析应用较广泛[43]。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相对于传统计量模型，至少有以下三个优点：一是因

为数据不可能仅由模型空间中某一模型生成，所以贝叶斯模型平均通过构造较大的模型空间，增加数据生成的还原度，提升估计

的稳健性和可靠性；二是贝叶斯模型平均法(BMA)通过构建许多潜在模型，避免遗漏变量，增强数据信息利用率，一定程度上解

决变量选择的问题；三是通过得到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并根据概率分布加权平均得出估计系数，一定程度上避免点估计的偏误。

目前，在经济学领域，贝叶斯模型主要应用仍集中于线性回归不确定性问题，所以本文贝叶斯模型平均的设定仍是基于线性回

归。 

假设一个线性回归模型有 K个潜在解释变量和 N个观测值： 

 

其中 y是 N×1的向量，ε～N(0,σ
2
I),X 是一个由解释变量组成的 N×K 矩阵，Xj是从 K个潜在解释变量中选择出来的变量

组合矩阵，相应地，这一变量组合代表了模型 Mj,则共有模型 2k个，其中 j=1,…,2k,βj代表模型 Mj中的解释变量相应的估计系

数。 

贝叶斯模型平均的基本思想是，根据每个潜在模型参数的后验概率进行加权平均，以后验包含概率确定入选的变量组合。因

此，贝叶斯平均模型的后验包含概率(posterior inclusion probability,PIP)是主要关注指标，其主要度量在模型空间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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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xk包含于模型中的比例。 

 

其中 Ik=1 作为一个示性函数表明解释变量 xk包含于模型 j 中，否则 Ik=0,A=Mj:j=1,…,2k;Ik=1 代表包含 xk的模型集合。换

言之，x的 PIP 是包含 xk模型的后验概率之和。后验模型概率由贝叶斯定理可得： 

 

其中 P(Mj)是模型的先验概率，P(y︳Mj)是模型Mj的边缘似然(marginal likelihood)。分母则遵循全概率定律，在不同模型

下都为常数。其中模型 Mj的边缘似然 P(y︳Mj)计算如下： 

 

其中 P(α,βj,σ︳Mj)代表在模型 Mj中估计系数的先验概率密度，P(y︳α,βj,σ,Mj)代表模型 Mj的似然值。一般来说，贝

叶斯平均模型倾向于选择无信息先验，即先验分布对后验分布的推断基本无影响。本文参照 Fernandez 等的做法，在βj上指定

超参数 g(hyperparameter-g): 

 

选择超参数 g对分析至关重要 5。这意味着研究者认为系数为零，超参数 g体现对估计系数是否为 0的确定程度，当 g取值

很小甚至接近于 0 时，意味着先验系数方差很小，表明确定系数确实为零。相比之下，g 取值较大意味着不确定系数是否为零。 

然后，为(3)中的每个模型设定一个先验分布 6。 

 

θ 表示变量包含于模型中的概率，kj表示包含于模型 Mj中的变量个数，相应地，(1-θ)表示变量未包含于模型中的概率，

K-kj表示排除在模型 Mj外的变量个数。 

基于此，本文将参照Sala-i-Martin 等的做法，对面板数据取平均，将面板数据转化为截面数据，利用BMA 模型来估计引力

变量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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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表示截距项，X代表26个解释变量所组成的矩阵，β为参数矩阵。在估计时，总有 226个潜在模型。 

考虑到利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时，固定效应的存在可能使其估计产生一定的偏误(Benito,2012),从而将进一步对面板数据

进行估计，以确定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9)是本文的主要模型。各变量减去组内均值来消除固定效应，意味着假定存在确定性的个体固定效应。由于消除了固

定效应，不随时间变化的引力变量将不再包含于模型中，X代表 18个解释变量所组成的矩阵，总有 2
18
个潜在模型。 

由于个体固定效应也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αi表示个体的固定效应，X 代表 27 个解释变量所组成的矩阵，β 为参数矩阵。在估计时，将模型设定为 LSDV 模型，

即存在 435(30×29/2)个虚拟变量，由于个体固定效应与引力变量同在一个模型中会产生完全多重共线性，从而剔除引力变量，

剩余潜在解释变量 18个，从而总共有 2(18+434)即2452个潜在模型。 

考虑到贝叶斯模型平均法在多方程估计上尚不成熟，对多路径机制验证存在缺陷，本文将结合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和结构

模型方程(SEM)对间接路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具体而言，结合贝叶斯模型平均法所得较为稳健的变量，根据理论假说构造结构

模型方程(SEM),验证间接路径的作用机制。 

(二)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测算 

首先，利用 BP滤波分解出经济周期成分；其次，参照 Antonakakis 等的测算方法[44],采用 DCC 模型对 30个省市间的经济周

期协同性进行测算。DCC 模型的估计包括两个步骤，首先，将每个条件方差指定为单变量 GARCH 过程，然后利用标准化残差构造

条件相关矩阵。模型框架为： 

 

其中： 为条件方差平方根的对

角矩阵，服从单变量 GARCH过程。Rt为时变条件相关系数矩阵为： 

 

ut为标准化残差矩阵，Q¯为 ut的无条件方差矩阵。DCC 模型能估计较大的时变协方差矩阵，参数估计通常采用拟极大似然法

(quasi-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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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条件协方差矩阵 Qt后，i省市和 j省市在 t时刻的经济周期协同性计算如下： 

 

(三)核心解释变量测度 

1.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 

本文借鉴黄群慧等的做法[45],结合数字经济定义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客观性较强的主成分分析法对不同指标赋权，综合

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将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两两相减并取绝对值，来衡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记

作 digit。各层面指标选择如表 1所示。 

表 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成指标 

 维度 代理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水平 

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每万人 CN域名数域名数目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每万人网站数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长途光缆总长度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数字应用水平 

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每百人上网人数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数字产业化水平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中国信息年鉴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占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 

 

2.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产业结构结构相似度。利用克鲁格曼指数度量产业结构相似度： 

 

sik代表 i 地区 k 产业的占比，sjk代表 j 地区 k 产业的占比，n 是产业的所有分类。本文按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的分类对产业结构相似度进行计算，Strucij越大，代表产业结构相似度越小。 

贸易关联度。考虑到国内贸易数据的可得性，参考徐现祥等(2012)的做法度量贸易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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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ransij是 i 区域流向 j区域的铁路货运量，transji是 j区域流向 i区域的铁路货运量，geodistij是 i 区域与 j区域

之间的地理距离。tradeij越大，说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往来越紧密。 

数字经济整体水平。利用每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进行指代，从而构造一个外生的调节变量，记为 averdigit。 

(四)其他解释变量的测度 

本文参照 OCA理论及 Beck(2019)的研究[46],将解释变量分为四组：OCA 理论变量、宏观变量、要素禀赋变量、引力变量。OCA

理论变量包括双边经济联系、生产结构相似度、财政政策相似度、货币政策相似度以及资本流动；宏观变量包括技术进步差异、

开放程度、消费水平差异、人均GDP 差异、通货膨胀差异；要素禀赋变量包括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可利用耕地面积、城镇化率、

人均消耗能源；引力变量包括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地理距离。 

1.OCA 理论变量 

经济联系紧密度。根据引力定理，构造指标如下： 

 

其中 GDPi是 i区域 GDP,GDPj 是 j区域GDP,geodistij是 i区域与 j区域之间的地理距离。GDPconnectij越大，说明两个区域

间的经济联系越紧密。 

财政政策相似度。利用区域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在 GDP占比之差的绝对值测度，记作 FPS。货币政策相似度。利用年末银行

存款代理货币需求量，通过区域间年末银行存款之差的绝对值测度，记作 MPS。市场分割程度。利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差

异度量，记作 market。金融发展差异。利用年末银行金融贷款占 GDP 比重之差的绝对值来度量，记作 fin。 

2.宏观变量 

消费水平差异。用区域间社会零售品销售额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记作 cons。技术差异。利用区域间专利授权数之差的绝对

值度量，记作 tech。开放程度。利用区域间进出口总额占 GDP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记作 open。经济体量差异。利用区域间

人均 GDP差异度量，记作 diffGDP。通货膨胀差异。利用区域间 CPI 之差度量，记作 inflation。 

3.要素禀赋变量 

人力资本差异。利用区域间在校学生占总人口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记作 human。资本差异。借鉴单豪杰算法，根据固定

资产及资产价格指数，永续盘存法求得资本存量，并对省市资本存量相减后取绝对值，记作 capital。可用土地差异。利用区域

间人均耕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记作 land。城镇化差异。利用区域间城镇人口占比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记作 urb。能源差

异。利用区域间人均消耗电力量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记作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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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力变量 

共同边界。区域间是否相邻，相邻则取 1,否则取 0,记作 bound。共同语言。区域间是否处于共同方言区，处于共同方言区

则取 1,否则取 0,数据来源于中国语言地图，记作 lan1,lan2,lan3,lan4,lan5,lan6。地理距离。区域间的地理距离，数据来源

于百度地图后台数据库，记作 geodist。 

(五)数据说明 

本文以全国 30 个省份(不包含西藏与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3—2018 年。以上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

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中国城市年鉴》、《中国铁道年鉴》、EPS 数据库、中国语言地图、百度

地图后台数据库。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数据描述与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CS 6960 0.563 0.227 -0.292 0.967 

digit 6960 0.946 1.07 0 9.669 

struc 6960 320.634 506.23 0.05 3470.871 

trade 6960 4.922 6.869 -0.522 164.228 

inflation 6960 0.677 0.671 0 5.5 

human 6960 49.023 37.978 0 207.05 

MPS 6960 140.949 224.92 0 1915.591 

fin 6960 39.977 35.317 0.001 190.621 

FPS 6960 9.011 8.436 0.001 49.592 

land 6960 50.177 41.793 0.009 235.141 

market 6960 2.066 1.554 0 10.915 

cons 6960 265.238 310.279 0.017 1296.136 

diffGDP 6960 1.543 1.512 0 8.239 

GDPconnect 6960 0.294 2.513 0.001 92.491 

percapital 6960 3.43 3.547 0.001 22.988 

energy 6960 0.214 0.223 0 1.295 

open 6960 157.063 148.565 6.21 743.002 

tech 6960 23.208 38.198 0.002 31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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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 6960 14.492 12.68 0.001 70.475 

lan1 435 0.007 0.083 0 1 

lan2 435 0.014 0.117 0 1 

lan3 435 0.014 0.117 0 1 

lan4 435 0.023 0.15 0 1 

lan5 435 0.023 0.15 0 1 

lan6 435 0.023 0.15 0 1 

bound 435 0.152 0.359 0 1 

geodist 435 1307.333 689.074 96.056 3461.533 

 

对 2003—2018年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取平均值做热图，如图2所示。从图 2可知，区域间经济周期协同存在较大差异。数

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周期协同性各年份平均值如图 3所示，可以看出，2003—2018 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整体上持续加剧，

经济周期协同性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并且两者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图 2经济周期协同性分布 

 



 

 12 

图 3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周期协同性趋势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包括两部分：直接路径验证和间接路径验证。由于直接路径验证基于单一方程估计，所以利用贝叶斯模型平均进

行估计，主要利用模型(9)确定性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而间接路径验证涉及到多方程估计，

考虑到贝叶斯模型平均法在多方程估计上尚不成熟，本文将结合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和结构模型方程(SEM)对间接路径进行验

证。 

(一)直接路径验证 

1.截面模型估计 

在截面模型(7)中，模型先验分布设定为均匀分布，超参数 g先验分布设定为单位信息先验(UIP)(Zeugner,2011)。本文模型

空间包括 2
26
个潜在模型，对其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表中 PIP 代表在模型空间中变量包含于所有模型的后验概率，

即每个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包含的频率，PIP 越大则说明该变量包含于模型中的频率越高，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越重要、越

稳健；一般地，PIP 大于 0.5,则说明该变量的影响较为稳健[46]。PostMean 代表基于变量后验包含概率其估计系数的加权平均结

果，大于 0则代表正向作用，否则为负向作用。PostSD 代表后验标准误的加权平均。从表中可得，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

的后验包含概率为 1,且系数后验均值为-0.6655,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稳健的负向作用。同时，产业

结构相似度(struc)的后验包含概率为 1,系数后验均值为-0.3301,说明产业结构差异越大，经济周期协同性越低，即产业结构相

似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稳健的正向作用。贸易关联度(trade)的后验包含概率为 0.4523,系数后验均值为 0.6607,说明贸易

关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正向影响。因此，综合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负向影响，证实了 H1。 

表 3截面 BMA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因素 

 PIP PostMean PostSD 

Digit 1.0000 -0.6655 0.1422 

Struc 1.0000 -0.3301 0.0839 

human 1.0000 0.2728 0.0573 

traindist 1.0000 -0.4507 0.0875 

market 0.9607 -0.3667 0.1321 

urb 0.5900 0.1028 0.0983 

Trade 0.4523 0.6607 0.8362 

FPS 0.3713 0.1124 0.1686 

inflation 0.2950 -0.1776 0.3191 

cons 0.1923 0.0139 0.0335 

diffGDP 0.1853 0.0965 0.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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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dist 0.1563 -0.0005 0.0014 

lan2 0.0977 0.6467 2.8498 

energy 0.0900 0.0086 0.0326 

tech 0.0817 0.0073 0.0751 

open 0.0673 0.0064 0.0341 

MPS 0.0653 -0.0096 0.0448 

lan5 0.0597 0.3168 1.8133 

lan4 0.0550 -0.1915 1.3640 

land 0.0540 0.0024 0.0134 

lan3 0.0500 0.2130 1.7294 

GDPconnect 0.0487 -0.0037 0.0864 

cardist 0.0450 0.0000 0.0003 

lan6 0.0443 -0.1377 1.1812 

bound 0.0407 -0.0024 0.4942 

lan1 0.0310 0.1850 1.8109 

percapital 0.0227 -0.0017 0.0213 

 

2.面板模型估计 

考虑到平均后的截面数据可能未完全消除固定效应而产生估计偏误，本文基于模型(9)进行 BMA 估计，面板模型中先验概率

设定为均匀分布，超参数 g 先验概率设定为单位信息先验(UIP),在该模型空间中共有 218个模型。同时，为了避免内生性，本文

进一步将面板数据中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从表 4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产业结构

相似度(struc)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稳健影响因素，并且估计系数的后验均值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结果较为稳健。在面板模型

中未加入引力变量，贸易关联度(trade)的后验包含概率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说明截面模型中贸易关联度(trade)和火车车程

(traindist)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导致贸易关联度(trade)被挤出模型，降低了其后验包含概率。因此，证实了H1的稳健性。 

表 4面板 BMA 

 面板 BMA 滞后一期面板 BMA 

 PIP PostMean PostSD PIP PostMean PostSD 

digit 1.000 -0.310 0.039 0.964 -1.536 0.489 

struc 1.000 -0.633 0.093 0.965 -0.39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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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1.000 0.497 0.040 1.000 0.054 0.012 

inflation 1.000 -0.249 0.030 1.000 -2.769 0.308 

human 1.000 -1.559 0.156 1.000 -1.530 0.177 

MPS 1.000 -1.296 0.297 1.000 -0.119 0.021 

fin 1.000 0.766 0.119 0.977 0.519 0.154 

FPS 0.209 -0.031 0.067 0.154 0.247 0.642 

land 0.002 0.000 0.004 1.000 0.035 0.008 

market 0.056 0.023 0.114 0.025 0.011 0.090 

cons 0.948 3.614 1.278 0.037 0.000 0.000 

diffGDP 0.016 0.000 0.002 0.157 -0.006 0.015 

GDPconnect 0.009 -0.002 0.022 0.031 -0.008 0.052 

percapital 0.163 0.039 0.097 0.019 -0.039 0.324 

energy 1.000 0.151 0.018 1.000 1.398 0.187 

open 1.000 2.964 0.393 1.000 3.011 0.392 

tech 0.475 0.000 0.000 0.019 0.000 0.000 

urb 0.024 0.003 0.021 0.619 1.478 1.299 

 

进一步，本文在 218个模型中挑选出后验概率最高的 27个模型，并根据挑选出的模型绘制各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如图 4所

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相似度、贸易关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很稳健。 

 

图 4后验概率最高的 27个模型中各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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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细致、直观的展示核心变量在各潜在模型中的估计系数，本文给出核心变量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图，如图 5所示，数

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的估计系数全部为负，产业结构差异度(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周期协同的估计系数全部为

负(正),贸易关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的估计系数几乎全部为正，说明这三个核心变量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较为稳健。 

 

图 5变量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 

3.稳健性检验 

首先，利用模型(9)进行估计时，忽略了个体固定效应的不确定性，从而本部分将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的不确定性并以模型(10)

来估计；其次，虽然对解释变量构造了较大的变量组合空间，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模型不确定性问题，但是忽略了被解释变量可能

存在的变量测度问题而带来模型不确定性，本部分将更换经济周期协同性测度方式并以模型(9)进行估计；再次，不同的参数先

验设定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部分将更换先验分布设定并以模型(9)进行估计；最后，在贝叶斯模型平均估计过程中，模

型中变量会出现频繁的增添或删减，模型规模也随之改变，容易造成遗漏变量问题，从而可能引发内生性问题，使估计结果出现

偏误，本部分将利用工具变量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综上，本部分将从以上四个层面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个体固定效应不确定估计。由于可能存在个体固定效应不确定性问题，本文建立模型(10)并利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估计

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产业结构相似度(struc)、贸易关联度

(trade)等核心解释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PIP)和系数后验均值(PM)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对经济

周期协同性(BCS)存在稳健的负向关系。 

表 5个体固定效应不确定面板 BMA 

 PIP PostMean PostSD 

digit 1.000 -0.535 0.005 

Struc 1.000 -0.173 0.003 

Trade 1.000 0.408 0.012 

inflation 1.000 -0.015 0.001 

human 1.000 -0.031 0.004 

FPS 0.910 -0.015 0.008 

Fin 0.963 0.419 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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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0.783 -0.012 0.006 

cons 1.000 0.063 0.006 

GDPconnect 1.000 -0.027 0.004 

percapital 1.000 0.020 0.003 

energy 1.000 0.017 0.003 

open 1.000 0.041 0.003 

tech 0.589 0.010 0.009 

market 0.545 0.007 0.007 

land 0.540 -0.010 0.010 

urb 0.066 -0.001 0.005 

 

更换被解释变量。借鉴张军等(2017)的研究，本文将利用scalar-BEKK 模型计算经济周期协同性，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

性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从表 6中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产业结构相似度(struc)以及贸易关联度(trade)的后

验包含概率以及后验系数均值都较为稳健。 

表 6基于 scalar-BEKK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面板 BMA估计结果 

 PIP PostMean PostSD 

digit 1.000 -0.233 0.029 

struc 1.000 -0.517 0.072 

trade 1.000 0.418 0.031 

inflation 1.000 -0.221 0.024 

human 1.000 -1.023 0.121 

MPS 1.000 -1.074 0.173 

fin 1.000 0.653 0.092 

FPS 1.000 -0.268 0.050 

energy 1.000 0.097 0.014 

open 1.000 2.118 0.276 

tech 1.000 0.000 0.000 

cons 0.969 3.075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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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0.822 0.603 0.338 

land 0.029 0.003 0.019 

percapital 0.021 0.001 0.015 

GDPconnect 0.019 -0.001 0.017 

diffGDP 0.016 0.000 0.001 

urb 0.000 0.000 0.000 

 

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稳健性，本文将对比更换被解释变量前后核心变量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核心变

量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如图 6所示，与图 5相比，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相似度、贸易关联度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以及

分布区间都未发生显著改变，说明这三个核心变量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较为稳健。 

 

图 6变量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 

 

图 7不同的先验假设下变量后验包含概率 

不同模型先验概率设定。如图 7所示，变换不同的模型先验概率设定，列出了所有变量在不同模型先验概率设定下的后验包

含概率，所得的结果与表 5的结果基本一致。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显著的因素仍然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产业结构

相似度(struc)、贸易关联度(trade)等，与基准模型(9)设定下所有变量的后验包含概率基本相同，这表明基准实证所得结论在

不同先验模型概率设定下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从模型规模(Model Size)的分布对结论稳健性进行考察，如图 9 所示，包括基准设定在内的四种不同模型先验概率分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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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先验模型规模设定上差别悬殊，但模型的后验分布十分类似，平均的后验模型规模依次为 10.9、10.7、10.9 和 11.4,可

见在研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包含 11个左右最稳健因素的模型可充分解释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形成原因。 

 

图 8不同的先验假设下模型规模 

不同超参数 g 先验概率的设定。变换参数先验概率分布的设定，如表 7 所示，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高度显著的因素仍然

是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产业结构相似度(struc)、贸易关联度(trade)等，并且后验均值与表 4相比无显著变化，表明

基准实证所得结论与在不同超参数 g分布设定下所得结论相比仍是稳健的。 

表 7不同超参数 g先验概率设定的估计结果 

 g=5 UIP EBL 

 PIP PostMean PostSD PIP PostMean PostSD PIP PostMean PostSD 

digit 1.000 -0.269 0.035 1.000 -0.316 0.038 1.000 -0.316 0.038 

struc 1.000 -0.511 0.086 1.000 -0.605 0.092 1.000 -0.606 0.092 

trade 1.000 0.414 0.037 1.000 0.488 0.040 1.000 0.487 0.040 

 

内生性检验。由于工具变量在贝叶斯模型平均中的应用极少，并且在检验工具变量可行性方面仍存在较多缺陷，所以本部分

一方面采用确定性模型中的 2SLS进行估计，另一方面兼顾模型不确定性的存在，将在模型空间中挑选 5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进

行估计，即 5个后验包含概率最高的模型。当假定模型空间由前 88个模型组成时，5个代表性模型的后验包含概率之和为 67.7%;

当假定模型空间由前 118 个模型组成时，5个代表性模型的后验包含概率之和为 67%,可以看出，当模型空间扩大时，5个代表性

模型的后验包含概率之和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且大于 50%,说明这 5 个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解释力，从而利用 5 个代表性模型

进行 2SLS估计可以兼顾不确定性问题和内生性问题。 

借鉴黄群慧等(2019)、孙传旺等(2019)的思路[45,47],以 1984 年区域电话数差异和区域平均坡度差异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估

计。选择区域平均坡度差异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工具变量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在建设数字信息设施时，坡

度是影响相关设施建设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所以对于平均坡度不同的区域，区域内不同的地形分布将给信息设施建设带来不

同的布置难度和建设成本。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可能受到区域坡度差异的直接影响，满足了有效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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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假定。第二，坡度是区域固有的地理属性之一，具有天然的外生特性，从而较好地满足了有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选

择区域 1984 年区域电话数差异作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工具变量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在互联网接入初期，接

入形式基本是以话线拨号接入，互联网最初的发展依赖于固定电话的普及，所以历史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极有可能是互

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区域历史固定电话普及率差异较大可能导致区域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大，进而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发展

差异较大；第二，在互联网还未接入时期的电话数目不会影响到现阶段经济周期协同性，从而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由于 1984年区域电话数差异和区域平均坡度差异是截面数据，而研究样本包为均衡面板数据，在数据特征上不匹配。如果

直接估计，一方面损失了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忽略了时间维度上的变量关系。因此，借鉴黄群慧等(2019)的设置方法[45],本文利

用 1984 年区域电话数差异和区域平均坡度差异分别与上一年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L.averdigit)交乘，作为数字经济不平衡

的工具变量，从而克服截面工具变量的数据维度限制。 

基于 BMA 所选择的 5 个模型，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如表 8 所示。首

先，第一阶段回归的 F统计量远高于经验值 10,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从而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其

次，进行工具变量过渡识别检验，Sargan 统计量对应的 P值均大于 10%,接受所有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表明工具较为有效。最后，

从表 8 中的估计系数可以看出，digit 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负，与基准估计系数方向保持一致，表明数字经济不平衡(digit)

的加剧抑制了经济周期协同性(BCS)。 

表 8后验包含概率最高 5个模型的 2SLS 估计 

变量 

(1) (2) (3) (4) (5) 

BCS BCS BCS BCS BCS 

digit -0.855***(0.194) -0.847***(0.196) -0.959***(0.191) -0.806***(0.185) -0.966***(0.190) 

struc -0.498***(0.0935) -0.498***(0.0934) -0.552***(0.0938) -0.486***(0.0921) -0.552***(0.0939) 

trade 0.309
***
(0.0397) 0.309

***
(0.0396) 0.322

***
(0.0404) 0.309

***
(0.0396) 0.322

***
(0.0405) 

human 0.516*(0.299) 0.501*(0.301) 0.619**(0.298) 0.445(0.286) 0.632**(0.296) 

open 0.500***(0.0309) 0.504***(0.0312) 0.493***(0.0317) 0.501***(0.0308) 0.489***(0.0315) 

energy 13.56
***
(1.550) 13.45

***
(1.557) 12.90

***
(1.596) 13.85

***
(1.594) 13.00

***
(1.587) 

tech 0.553***(0.174) 0.549***(0.174) 0.632***(0.172) 0.511***(0.166) 0.635***(0.172) 

MPS -0.0971***(0.0181) -0.0964***(0.0181) -0.0973***(0.0184) -0.0934***(0.0180) -0.0979***(0.0183) 

fin 0.0701***(0.0114) 0.0702***(0.0114) 0.0738***(0.0114) 0.0693***(0.0113) 0.0736***(0.0114) 

FPS -0.248***(0.0551) -0.247***(0.0550) -0.253***(0.0557) -0.242***(0.0556) -0.254***(0.0558) 

inflation -2.448***(0.319) -2.473***(0.322) -2.385***(0.323) -2.549***(0.306) -2.363***(0.319) 

land   0.249***(0.0653)  0.247***(0.0653) 

cons  0.00916(0.00879) 0.00843(0.00888)   

market    -0.366(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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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1.751***(0.157) -1.747***(0.157) -1.751***(0.159) -1.767***(0.156) -1.755***(0.159) 

第一阶段 F值 77.47 76.28 82.13 85.28 83.28 

第二阶段 F值 68.10 62.89 58.92 63.06 63.36 

Sargan统计量 1.808 1.774 1.854 2.582 1.884 

(P 值) (0.179) (0.183) (0.173) (0.108) (0.170) 

样本量 6,525 6,525 6,525 6,525 6,525 

R2 0.060 0.062 0.039 0.070 0.038 

 

(二)间接路径验证 

由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在多路径机制验证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将结合贝叶斯模型平均(BMA)与结构方程模型(SEM)

对多路径机制进行验证。首先，利用滚动窗口和异质性分析结合贝叶斯模型平均(BMA)验证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周期协同

性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其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非线性效应的来源，检验其中的具体机制。 

1.BMA 模型验证 

本文利用滚动窗口考察数字经济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的稳健性，以 8 年为一个阶段，间隔 4 年向后移动一个阶段，从而

将数据分为 2003—2010 年、2007—2013 年以及 2011—2018 年三个阶段，结果如图 9所示。根据图 9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

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重要性，从解释力极弱的因素演变为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后验包含概率从 2003—2010 的

0.03,变为第二阶段的1,最后到 2011—2018阶段的0.77。相应地，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的重要程度整体呈上

升趋势，贸易关联度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的重要程度则较为稳健，一直在 1左右。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可能是因为在 2003—

2010 年这一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对经济运行方式的影响还未产生重大深刻的影响。在第二阶段，数字经济

规模逐渐增大，产生网络效应，对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活动决策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中凸显扩散性和

融合性，进而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影响重要性骤增。在第三阶段，数字经济战略地位持续提高，数字经济作为结构转

型、模式升级的新驱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率进一步提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显现，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经济

周期协同性的稳健性增加，而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稳健程度减小。 

 

图 9滚动窗口变量估计系数与后验包含概率 

根据互联网的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与节点数的平方相等且呈现网络溢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在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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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按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分为两组：数字经济

发展高水平组与数字经济发展低水平组。具体而言，首先，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平均值，则为数字经济高水平样本组，反

之，则为数字经济低水平组，其次，分别在样本组内计算经济周期协同性以及相关解释变量并利用 BMA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图

10所示，可以看出，两组样本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digit)的后验包含概率都超过 0.9,但是从估计系数的后验均值来看，高水平

区域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显著大于低水平区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非线

性作用。 

 

图 10 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 

2.结构方程估计 

为了弥补贝叶斯模型平均对理论机制验证不足的缺点，本文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

协同性的作用机制。由于结构方程模型属于确定性模型，需要选择变量，为此，综合以上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贝叶斯模型平均

的估计结果，挑选后验概率最大的模型来进行构方程模型估计。为了避免内生性，本文取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不平衡(L.digit)

进行估计。同时，考虑到当期数字经济不平衡可能影响当期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即区域数字经济增速不同导致不平衡有所缓

解或更为严重，也将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在进行结构方程估计时，当期变量构造的交互项对数字经济整体水平调节效应

的度量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本文选择滞后两期的数字经济整体水平(L2.aver_digit)作为调节变量，避免估计调节效应时混杂

其他效应。 

结构方程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都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标准化估计系数如图 11 所示。根据图 11

标准化系数，从直接路径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从间接路径来看，数字经济发展

不平衡对产业结构相似度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不平衡(L.digit)对产业结构相似度(struc)的估计系数为 0.059,交互项

(L.digit×L2.averdigit)对产业结构相似度(struc)的估计系数为 0.047,说明数字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强化了回流效应，促使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降低产业结构相似度。可能是由于数字经济整体水平触发“梅特卡夫法则”后，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获取

了相对更多的增长动能，极大地提升了数字经济的生产效益、集聚密度，多样的应用场景和传输方式加快了对数字经济低水平区

域知识信息要素的吸收。因此，证实了 H2a。产业结构相似度(struc)对经济周期协同性(BCS)估计系数为-0.064,证实了H2b。可

以看出，数字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强化了回流效应，促使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降低产业结构相似度，进而减弱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性。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贸易关联度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不平衡(L.digit)对贸易关联度(trade)的估计系数为-0.12,交

互项(L.digit×L2.averdigit)对贸易关联度(trade)的估计系数为 0.089,说明数字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弱化了数字经济发展不

平衡对贸易关联度抑制作用。因此，证实了 H3a。贸易关联度(trade)对经济周期协同性(BCS)估计系数为 0.11,证实了 H3b。数

字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弱化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贸易关联度的抑制作用，进而增强区域经济周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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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结构方程估计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 值 

struc ← L.digit 0.773 0.239 3.240 0.001 

struc ← L.digit×L2.averdigit 0.446 0.108 4.120 0.000 

trade ← L.digit 1.388 0.223 6.230 0.000 

trade ← L.digit×L2.averdigit -0.838 0.101 -8.320 0.000 

BCS ← L.digit -1.449 0.277 -5.220 0.000 

BCS ← struc -0.183 0.035 -5.210 0.000 

BCS ← trade 0.322 0.038 8.490 0.000 

BCS ← huamn -0.057 0.014 -4.030 0.000 

BCS ← inflation -3.151 0.257 -12.250 0.000 

BCS ← MPS -0.001 0.000 -5.030 0.000 

BCS ← FPS -0.259 0.053 -4.930 0.000 

BCS ← ernegy 11.933 1.431 8.340 0.000 

BCS ← open 0.052 0.003 17.230 0.000 

BCS ← tech 0.000 0.000 -1.150 0.251 

BCS ← fin 0.045 0.010 4.74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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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结构方程模型估计标准化系数 

为验证结构方程估计的稳健性，本文利用 BEKK-scalar 模型测度经济周期协同性，其标准化系数如图 12所示，估计系数未

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基于结构方程估计的结果较为稳健。 

 

图 12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标准化系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03—2018 年全国 30 个省市为样本，利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M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数字经济不平衡对区域

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作用机理。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周期协同性存在稳健的负向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不

均衡会加速区域经济周期分化，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协同发展；第二，提高数字经济整体水平将强化数字经济不平衡的回流

效应，即整体数字经济达到一定水平，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降低产业结构相似度，减弱区域经济周期协同；第三，提高数字

经济整体水平将强化数字经济不平衡在贸易中的扩散效应，即整体数字经济达到一定水平，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提升贸易

关联度，增强区域经济周期协同。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一方面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积极利用数字经济发展高水

平区域的扩散效应，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落后地区不能缺席新基建，支持落后地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在数字经济落后区域着力完善与新技术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力“新基建”,因地制宜适度布局 5G、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积极引入信息化主流技术，实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筑牢发展基础。 

第二，尊重资源禀赋差异，促进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积极引导数字经济发达区域实用数字技术、人才到相关落后区域实施帮扶，促进帮扶双方做好数字资源汇聚和对口帮扶项

目实施，加强沟通对接，围绕数字产业合作、数字人才培训、电子商务等领域，实施相关协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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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升落后区域贸易数字化水平，增强区域贸易关联度。 

鼓励落后地区发展以提升贸易关联度为中心的数字经济，促进数字技术与生产贸易的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贸易平台，

扩展数字贸易边界，推进贸易流程智能化，深化人、机、物的多元互联，实现贸易场景多维化，促进区域贸易往来。 

最后，加快推进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适度提升产业相似度。鼓励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以结构升级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创新数

字产业与产业融合体制机制，凝聚优势形成产业升级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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